
 1 

媒介建构论：权力、意义及其现实互动1
 

江根源 季靖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杭州，310028） 

 

[摘 要] 迄今为止，媒介建构思想已成全球性的学术思潮。本文首先探讨了伯格（Berger）

和卢克曼（Luckmann）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对媒介建构论的深刻影响；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实的互动模型”和“双锥模型”，阐述了符号现实、主观现实和客

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性；这种现实的建构思想集中关注“权力”（Power）和“意义”

（Meaning）两大问题，前者集中于福柯（Foucault）所说的“微观权力”，这里主要指媒介

内容选择过程中的一种权力运作关系。意义理论起源于语言符号学，尤以巴特（Barthe）的

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意义来自读者对媒介内容的阐释；研究“意义”或“权力”，基本

采用文化批评或者内容分析法来研究媒介话语与社会结构间的互动机制，从而发现“意义”

的生成或者“权力”的运作。媒介建构思想虽然已经被广泛接受与应用，但是至今尚缺理论

上的系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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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思潮，不仅在地域上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而且在学

科上为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为物理学、信息学等所吸收，在学科

融合中又派生出了政治学建构主义、教育学建构主义、社会学建构主义、心理学建构主义、

信息学建构主义等一系列新的学科领域。也许是学术立场的巨大差异，即使到现在，对“建

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定义也是千差万别：W. Hoover 教授认为“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

就是认为人类的学习是被建构的，即学习者接受新知识是建立在先前的学习基础上。这种学

习观就与认为学习就是信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被动转移的观点是对立的。”2相对而言， 

Martin Ryder 教授更有代表性一些，他认为“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认为知识是经由

个人先前的知识与别人的经验中介过的经验结果”3。这种学术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康

德（Kant），认为我们所能认识的唯一现实只能是经过人类的思想表征的现实（reality），这

就与现实主义（Realism）认为现实是与人的意识无关的客观实在物的观点发生了本质性冲

突。对于这种学术思潮的定义与来源，本文不想纠缠于此。作为反映论占据主流地位的媒介

领域，近年来也开始接受建构主义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从社会建构主义入手来构建

媒介建构主义或者建构论4，在国内把社会建构主义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是最近十几年

                                                        
1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基金项目《基于自我的品牌关系话语建构机制研究》（编号 Y200803368）阶段性成

果。 
2 Wesley Hoover, (1996), The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http://www.sedl.org.. 
3 Martin Ryder，(2008), http://carbon.ucdenver.edu/~mryder/savage.html#def_constructivism. 
4 Jennings Bryant and Dorina Miron 等人根据对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MCQ),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JOBEM)从 1956 到 2000 期间所发表的

1806 论文的研究分析，发现共有 13 篇论文引用了社会建构理论，而这种社会建构论位列最受传播学者关

注的 20 中理论之一。Jennings Bryant and Dorina Miron （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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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1。针对这种思潮，本文试图从媒介建构论的理论缘起、理论运作模型、理论关注焦点

和理论发展趋势等几方面来探讨这一理论。 

 

一、媒介建构论的理论起源：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学派众多，但是根据近十余年中传播学者在引用社会

建构主义文献时的频率来看，采用最多的就是伯格和卢克曼的思想2，而他们的思想既来自

舒兹（1962）3的社会学现象学，同时又在吸收符号互动论与阐释学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超

越。他们把研究重点从舒兹强调生活世界的客观性转移到了强调生活世界与个体日常生活之

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认为生活世界是环绕着每个行动者个人，又是通过这些行动者的日复一

日的互动而建构起来。他们特别强调生活世界建构中的主观条件，认为客观的结构是在生活

世界中同其主观建构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基本的现实立场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媒介建构论的学

者。具体而言，伯格和卢克曼的思想对媒介建构论的影响主要为下列几点： 

第一，从高度抽象的现实转向日常生活的现实，并且认识到这一现实的优越性。“现实”

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古典哲学那里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哲学

就是从有限世界中来构建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不以“潜能”和现实世界的重大差异为前提条

件，它本质上是自由的完善的。因而，古典哲学关注的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而是通过消解

现实，否定现实的方式来构筑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现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哲学家所

追求的“真实”，是合乎人类理性的生存世界，就是柏拉图的“理式”，也是黑格尔的“理念”。

而发端于舒兹社会现象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恰恰与古典哲学相反，他们首先承认了现实的多样

性，例如物理的客观现实、社会现实以及以前面现实为基础通过互动形式创造出来的独特的

个体现实（Joel M. Charon, 1998）4；但是“在多种多样的现实中，有一种现实最为典型。那

就是日常生活现实。其优越位置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现实。”5这种现实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形态

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在伯格和卢克曼那里，

这种“现实”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现实。它由一套在我能理解前既已派定为客体的对象所组成，

而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化过程。同时，这种现实又是一个互为主

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这种共享性依赖我与他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与

沟通得以完成。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沟通，我知道了我与他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更

为重要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中之所以可以与他人进行互动与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共同

分享这一现实的共同意义。因为共享的意义是被当作一种理所当然，因而这样的日常生活现

实也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揭示日常生活现实中的“理所当然”性恰恰是社会建构主义

者关注的焦点所在。 

第二，日常生活中的人是行动的人。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这种行动者（actors）与非

人类的动物不同，后者都生活在一个为其生物属性所决定的封闭的世界里；而前者则通过与

                                                        
1 陆晔：《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情境的“媒介真实”——试论电视传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社会科学》1995

年第 2期； 
2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you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3 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 Papers, Volume Ⅰ: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 Nijhoff. 
4 Joel M. Charon (1998).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 introd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ion. Six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P42-43. 
5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you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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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存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生产了包括社会秩序、人类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结

构形式，这种社会结构形式的规定性反过来又以提供方向和稳定性的方式限制着人类的大部

分行为和创造着人自己。正是因为人是由其自身与其生活环境互动的结果，因而人也可以被

称为“文化符号的动物”，他们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参与社会的行动和交流，其行动结果也是

以文化的形式出现的。因而要理解人作为行动者的行为，也必然需要从文化符号的视角来诠

释。 

第三，人类活动依赖意义的互动和分享才得以完成。作为行动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

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依赖意义的分享来进行

的。社会行动者不仅创造了意义，还创造了一种集体分享的社会秩序感，而社会秩序依赖于

分享的意义。他们表示，社会互动中构成的社会意义被转换成制度的和组织的规则以及程序，

而人类的类型表达、意义和制度都被作为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实是社会地建构的。

这种意义的交流和共享又必须借助语言符号，因而语言符号在建构论者那里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我们知道，语言符号是行动者互动的结果，也是互动交流的媒介。因而，语言符号是

一种社会性的现实，行动者之所以能够进行社会交流，就在于他们能够理解这些符号代表什

么意思。当我们使用语言符号而且使用者理解这些符号时，实际上我们相互都理解这些符号

代表了另外一些事物。一个符号就是一个对象，一种行为方式，或者人们行动的世界。总之，

语言符号是意义的世界，作为行动者的人只有依赖语言符号才能交流与沟通。 

社会建构主义对媒介建构论者的影响当然不止以上三点，但是这几个方面在我看来恰是

媒介建构论的核心思想，围绕这几个方面，媒介建构论者一方面逐步构筑起自身的理论内容，

例如媒介得以运作的权力问题，媒介与受众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意义问题，媒介对社会结构

的现实建构等；同时也开始大量地应用这些思想来解决一系列的媒介问题与传播问题，例如

妇女、国家软实力、明星代言广告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媒介建构论的现实建构模型 

伯格和卢克曼的社会建构思想对媒介建构论的影响还集中体现为现实如何转换的互动

建构模式。Adoni & Mane
1认为这个模式可以用下列图 1 来表示： 

 

 

 

 

 

 

 

图 1 现实的互动模型 

在图 1 中，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并不是一种先于人类经验之外的通过生物形式

继承的客观事实（facts）。这种现实是外在于个体的经验并且是以一种“事实（facts）”形式

                                                        
1 Adoni. & Mane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1 No.3, July 1984 323-340. 

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 

近(Close)——远(Remote) 

 

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 

近(Close)——远(Remote) 

 

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 

近(Close)——远(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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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它们是我们人类进行交流以及认识事物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是以常识(common 

knowledge)的形式被我们接受，例如制度、习俗、传统等；第二类现实是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包括客观社会现实的各种符号化的表现，例如艺术、文学或者媒介内容。根据不同

的符号表达体系，它们表现为多样的符号现实。而最为重要的就是个体对符号现实的感知接

受能力和区分蕴藏于这些符号现实中的组成成分的能力；第三类就是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它们是客观现实和符号现实相互融合之后在个体意识中的体现，当我们进行辨证

推理时，这种社会地建构的主观现实就提供了个体行动的基础，同时确保了客观现实的存在

和符号现实的意义性。由于这三类现实又分别包括了复杂的层次，在与其余现实发生互动时，

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对等的。个体的主观现实是根据相关区来组织的，这个相关区是因与个体

即时行为“此时此地”的距离远近而发生差异。社会现实也相应地根据其成分与个体日常生

活体验之间的距离程度而受到感知，个体经常在“面对面”环境下交流和体验的社会内容与

行动者就是相关区内比较“近”的部分。相关区内“远”的成分包括比较抽象的社会成分，

它们一般不能直接体验到，例如公众舆论和社会秩序等。这个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以上三类现

实成分不仅是可以被分类，而且根据与宏观或微观的社会生活发生关联。 

根据伯格和拉克曼的思想，三类现实之间发生互动交流依赖于“制度化”与“内化”来

完成。符号现实和主观现实要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依赖“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手

段，而制度化又分惯例化（habitualization）和典型化（typification）两个阶段。伯格和卢克

曼认为1
 “所有人类的行动都需要服从于一种习惯，„当然，惯例化的行动对个体而言能够

保持他们的意义特征”，这些惯例化的程序确实优先于任何制度化程序。那么制度化发生在

什么时候？当一种已经习惯化的行动由多种类型的行动者反复地典型化时，就是开始了制度

化。任何一种这样的典型化就是一种制度。“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是行动本身而且包括制度

中行动者制度性的典型化和典型性需要互惠。包含制度的惯例化和行为的典型化总是相互分

享的。”这种习惯化的好处就是使选择缩小了，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最重要的好处

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将能够描述另外人的行动。而且互动中双方的每个行动不再引起另一者的

惊讶，也不会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这种制度化的结果就是许多制度化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大

家约定俗成的东西而被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遵守，被“内化（internalization）”成为一种意识，

而这种社会世界的客观化结构在个体意识中就是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或者客观世界来接受的。 

与这种制度化（或者也可以称为客观化、外化）一致的就是“内化”，“对于社会中的

个体成员而言，他们把个体存在外化成为社会世界的同时，也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来内化

的。”这种内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初始的社会化发生在一个人的儿

童时期，也就是说，一个初生幼儿以成为一名社会成员的形式开始了第一次的社会化，第一

次社会化十分关键而重要，而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所谓的“关键人（significant others）”2，而

正是这个关键的他者掌管了个体的第一次社会化以及以后社会化的方向；接下来的社会化过

程是指促使早已社会化的个体进入他所在客观世界中的新地方的任意一个相继过程，这个过

程就是制度的或者制度基础之上亚世界的内化。其内化程度和特点由劳动部门的复杂性和知

识的社会分配所决定。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这三类现实之间的互动正是通过这种反复的内

                                                        
1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youk: Doubleday & Company, Inc..P53. 
2 Mead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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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外化得以完成的，任何一类现实既是社会中的行动者与他者之间互动之后内化的产物，

也是每次互动中外化的起点，两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条件，密不可分。 

还有很多学者也很早就提出了媒介现实有别于社会客观现实的思想，有的甚至进一步

完善了媒介互动建构模型。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很早就提出了媒介虚拟世界的观点。

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事实特征常常与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与信仰有别。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

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

对外部世界的形象。他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

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李普曼虽然没有提

出一个完善的媒介现实的建构模型，但是也许是第一个提出媒介建构角色的学者，即认为我

们对外部世界的意义与概念是由媒介建构的，而非外部世界的事实。W. Mills （1967）提出

了“二手世界”的概念，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完全来自人们自己的体验，而是通过大众

媒介的中介建构之后形成的二手世界（second-hand worlds）。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

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他们关注的事物更多的不是来自个人的体验，而且

他们自己的体验也总是间接的。„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

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Weimann Gabriel (2000)在 Whetmore(1991)
3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双锥模型（The Double Cone Model）4，我又在他的研究之上，给每个步骤作了命名，最后

形成下图 2 所示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对三类现实的理解与 Adoni & Mane 模型没有本质差异，无非是表述有

                                                        
1 Walter Lippmann（1922）.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2 Wright Mills（1967）. The cultural apparatus. In I. L. 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405-4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Whetmore, E. J. (1991). Mediamerica: Form, content, and consepu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4 Weimann Gabriel (2000). Communicating Unreality: Modern Medi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4 

3 

2 

1 

图 2  双锥模型 

步骤 1：媒介符号加工 

Ṛ 2̴ ệ 

Ṛ 3 ♆̴ ᾒ  

Ṛ 4̴ ῼ ￼Ị 

现实 

（Reality） 

感知的媒介化现实 

（Perceived Mediated 

Reality） 

建构的媒介化现实

（Constructed 

Media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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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而已，在此就不作多余解释，但是对内化（社会化）与外化（制度化）作了更为明晰

的研究，由于价值较大，需要进一步的阐述。这个模型重点强调了两步程序。首先，传播者

通过步骤 1 的符号加工把现实中的真实生活事件或体验编码成符号化的媒介现实，而媒介上

呈现的符号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闻报道、图片、或音乐等 

形式出现。虽然符号现实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是两者有着质的区别：符号现实更为戏剧化，

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由于符号现实是现实生活的

升华，因此我们（受众或消费者）就会期望符号现实能够提供给我们更为不同寻常的戏剧化

景象，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真实生活而迷恋符号世界了。其次就是受众通过

接触、感知和保留等选择程序（步骤 2），采纳符号现实的适当方面作为我们自认为的现实。

这是一个高度选择的过程，我们选择频道，选择节目，选择场景，我们同时又选择如何读，

如何听，如何看，如何解释这些信息，我们还选择那些内容或信息予以保留并且予以记忆等。

通过这个“选择”机制的不断运作，我们对已经媒介化的符号世界又一次作了重建，从而在

我们的意识中完成了主观现实的创建。 

这个模型也提醒我们注意步骤 3，也就是说，个体接触选择吸收的信息不完全来自媒介

世界，其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对现实事件、事实和故事的直接体验，这些体验因为个体

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个体趣味和环境的不同从而体现出差异。这个模型还提醒我们必须重视

步骤 4，即个体感知现实到社会现实的制度化过程。我们或者直接把我们感知的媒介化现实

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其中的一部分就会积淀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实；同时，我们又

通过各种或人际的，或群体的，或大众的传播手段来交流我们的想法。其中的一部分就会以

一种制度化的形式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也会把这些观念、想法、规定当作一种客观现实来

遵守。通过这样四个步骤的相互传递，三类现实之间就完成了互动交流。这个模型的价值不

仅在于清晰地表现了迄今为止所知的三类所谓“现实（reality）”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重

要的是强调了“媒介”的中介性和能动性，即媒介不只是运输信息的工具，更是建构现实世

界的中介，而正是这种互动建构性才从本质上启动了媒介建构论完全有别于以往研究的路径

与内容。 

 

三、媒介建构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权力（Power） 

媒介工具论（抑或媒介反映论）把媒介当作一种工具，关心的是运用媒介的主动者和

媒介实施的对象，或者媒介承载的信息，或者是否准确地传递到目标受众那里。“如果传播

效果不同于或未达到传播者的预设目标，就被认为是传播失败，因此要考察传播过程的各个

阶段，来探明传播失败是在哪个环节发生的。”
1
这种研究就是认为媒介如果能够把讯息原封

不动地运输到目的地，那就是成功；反之就是失败。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存在没有丝毫

损失的传递？显然是没有的。这种工具论思想在媒介建构论看来显然忽视了“媒介”的最大

价值——对现实的建构能力。 

媒介建构论关心讯息（或者是媒介文本）如何与人或人群发生互动作用，从而产生意

义，也就是说关心的是文本在文化中的意义；与此同时，它又关心在这种互动作用下主观现

                                                        
1 （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著，许静 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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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客观现实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根据这种思想以及以上建构模型，我们认为媒介建构论的

研究集中于两点：一是互动中谁（Who）在发挥影响，可以理解为权力（Power）。这种权力

研究发端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微观权力思想；二是互动中产生了什么（What），可

以视之为意义（Meaning），借助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受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深刻影响，一般以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皮尔士（Peirce）为代表的符号学研

究方法。因而从其理论发源来看，部分学者主张把它归为一种文化研究或者批评研究，重点

关注意义问题
1
；但是媒介建构思想实在过于庞杂，在理论上并没有特别卓越的代表作，在

实践上又是奉行实用主义的研究思路，重在解决问题，因此又有学者综合了批评研究与经验

研究传统，像 Adoni. & Mane 这样的学者甚至把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

思想都归为媒介建构论之中
2
。本人不想卷入批评派或科学派之间的论辩之中，关心的主要

是代表性的媒介建构研究成果究竟关注了哪些主要问题，以及使用了哪些主要方法，希望能

够找出其中的逻辑脉络。 

媒介建构论关心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无疑是权力（Power），但是这种权力不是一种政治

的或者经济的权力，而是一种话语的权力，即是谁在媒介的建构中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汉诺•哈特在高度评价伯格和卢克曼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时，又严厉批评了

他们研究的理论缺陷，认为“他们的研究路径没有考虑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因素，没有把物

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与语义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联系起来，因而未能研究权力与意识形

态斗争的问题”。3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回避了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权力斗争问题，才启发了媒

介建构论者们可以集中关注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权力运作情况。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回到福柯

（Michel Foucault）对微观权力的研究上。 

“权力”一词来自英文 power，指通过意志的运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在文化学、

社会学领域，“权力”经常被作为一种宰制(domination)与被宰制关系的表述；在政治学领

域，权力往往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结果。总之，权力具有一种天生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一

方对另一方具有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压制性力量。但在福柯看来，权力实际上存

在于每一个角落。当然，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权力是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权力的运作。

他认为“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

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本世纪 60 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止性的力量：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要复杂

得多。”那么，这种权力究竟是什么呢？福柯认为研究权力就是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

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也就是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例

如“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

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些才是今天的

首要问题。„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

                                                        
1 （美）汉诺•哈特（Hanno Hardt）著，何道宽 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 Adoni. & Mane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1 No.3, July 1984 323-340.  
3 （美）汉诺•哈特（Hanno Hardt）著，何道宽 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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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1研究权力，既要研究实施权力的人，更要研究权力如何实施，而后者也许更为重要。

这种权力就是一种有别于宏观权力的微观权力，无处不在，甚至在我们身体的微妙领域也存

在。 

那么研究媒介权力，实际上就是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即谁在媒介里说话？说的话由什

么权力所驱使？谁在设计媒介中人物的行为？媒介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现实社会普遍价值

观之间关系怎样？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图 2 双锥型模型中从现实到媒介化的现实这

一步“媒介符号的形成”，下面着重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谁”与“怎样支配”这两个

权力问题。 

很早就有学者尝试从新闻工作者或把关人角度来研究媒介内容是通过什么机制获取并

且符号化的。Lewin（1947）
2
是第一个使用“把关人（gatekeeping）”这一术语的学者，

但是他用它来指妻子或者母亲有权来决定家庭菜单。把关人是指决定什么东西可以通过大门

的那个人。开始这个概念被应用于食物链，后来被用到传播学领域。White
3
在 1950 年开始

把它用到新闻学之中。McCombs and Shaw
4
在 70 年代发现受众接受信息与媒介把这条信息置

于什么位置具有很大关系，他们进一步指出把关人的概念与新闻工作者和议程设置具有密切

关系。现在的把关人研究开始考虑到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影响，Bennett（2004）
5
认为当今的

电视新闻因为经济的影响开始从硬新闻走向软新闻，而且提出了新闻采编的四道门思想（记

者、新闻组织、经济和采集新闻的技术）。这个时候的把关人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起初限于

群体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大众传播领域的新闻信息的选择，这时的把关人既可以是新闻工

作者这样的个体，也可以是机构团体，甚至是制度，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对新闻信息的采集

与编辑，而且还同时完成了对媒介现实的构建。还有学者着重从企业所有权角度来研究信息

的选择。Einstein（2004）
6
认为传统意义上广播电视的产业化极大地影响了媒介内容的多

样化选择，联邦传播委员会（FCC）一直通过管理媒介产业来希望达到媒介内容的多样化，

作者认为我们根本上要重新思考媒介节目的多样化，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媒介节目的质量

而非多样化。也有学者（Fishman,1980
7
;Tuchman, Gaye. 1978

8
）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来研究媒介内容的选择，认为当今社会结构的发展同新闻信息的选择有关，同时也认为当代

政府的意识形态与同时的新闻信息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这样的研究实际上也在本人
9
对城市

媒介形象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证实。 

综合以往研究，Shoemaker and Reese（1996）
10
着重关注媒介内容是如何以一个整体

                                                        
1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严锋 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月第 1

版，第 27-29 页。 
2 Lewin, K.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Concept, Method and Reality in Science‟, Human Relations 1: 

2-38. Reprinted in K. Lewin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pp.186-237. New York: Harper. 
3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90. 
4  McCombs, Maxwell E. and Donald L. Shaw, "Structuring the unsee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 26 no. 2, pp. 18-22. 
5 Bennett,W.L.(2004). Gatekeeping and pr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 muti-gated model of news construction. In 

L.L.Kaid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hwah, N. J.: Erlbaum. 
6 Einstein, M. (2004) Media diversity: Economics, Ownership, and the FCC. Mahwah: Erlbaum. 
7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8 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9 江根源，季靖：《地区媒介形象：传统、权威与刻板印象》，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年 12 月；江

根源，季靖：《城市媒介形象:中国新闻体制下历史与现实的建构》，上海：《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四辑》，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10 Shoemaker, P., J. and S. D. Reese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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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了一种文化图谱，又是如何与社会现实与社会变迁发生关联。他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媒介

内容选择的多层分级模式(见图 3)，这一模式包括个人、媒介惯例、组织、媒介外部因素和

意识形态等五个层面。他们指出每层因素对内容都有各自的影响，而每层的影响力都受到上

一层级的制约。在两位作者的模式中，他们把个体传播者放在中心地位，包括个人态度和媒

介工作人员倾向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个环节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到另一层面即媒介工作

惯例（比如交稿期限、采访范围体系、新闻价值观，以及官方消息来源等）。下一个环节包

括组织层面上对内容的影响（比如公司政策、政治认可和社论立场等）。第四层面是媒介外

部影响，比如说经济环境影响、市场、文化和国家变量、以及公共关系活动等。最为广泛的

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影响，例如社会对异端行为（deviance）和常规

（normalcy）的定义，或者社会内部权力中心的影响。这个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多层

次互动交流的模型，不仅不同层面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作用不同，而且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在

不同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与此同时，这两位学者还指出，对这些内容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就形成了不同的媒介内容研究领域，例如偏重于对媒介特性、媒介工作者和媒介存在环境的

研究，就是属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图 3 影响媒介内容的多级模型 

媒介内容的构建同时还与感知的媒介化现实相关。毫无疑问，建构媒介现实的最终目的

无疑就是为了建构受众的主观世界，而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接受既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也

是一个媒介长期实施的对象，因而从受众这一纬度而言，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既是主动输

送媒介符号的过程，也是被受众选择的过程，这个互动建构的行为的结果就是既建构了媒介

化的现实，也建构了媒介化的主观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系列的权力关系在这种互动

过程中参与了运作，下面我们再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受众接受媒介信息过程中的权力

运作机制问题（相当于图 2 中的第 2 步“个体主观意象的生成”）。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和议程启动理论（priming）实际

上都涉及到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接受关系，下面要探讨的重点是受众是如何在与媒介的

互动过程中完成社会化的转变。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可分为初级

社会化（primary）和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1，前者从孩提时期就开始，引导

其社会化的关键个体往往是其父母，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父母是最好的老师”，或者说，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一辈子的；第二个阶段则是任何随之而来的引导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个体

进入其所在社会客观实际中新的部分的过程。媒介在其中建构个体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

                                                                                                                                                               
New York: Longman. 
1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youk: Doubleday & Company, Inc..P129. 

媒介惯例层 

个人层 

意识层 

媒介外部层 

组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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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强建构主义者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不管我们关于我们的社会知道了什

么，或者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认识，我们都是通过大众媒介所获得的。千真万确的是，

我们对我们社会和历史的知识，甚至我们对自然的知识都是如此。”1那么在个体建构主观现

实世界的过程中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媒介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所拥有的特征才使得受众能够在与媒

介的互动中自觉地接受媒介内容以及媒介传递的价值观得以社会化，当然媒介角色特征也会

因为媒介内容的差异（例如新闻、广告，或者娱乐活动）、媒介地位的不同（如政治地位、

文化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或者媒介定位的区别而发生变化。Lerry L.等学者（1999）2研

究了 1979 年三里岛原子能事件（the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1993 年落杉机骚乱

（the Los Angeles riots）、1993 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the Trade Center bombing）和 1995 年

荷克拉荷马城爆炸（the Oklahoma City bombing）等四大事件，特别研究了其中媒介在与公

众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媒介在劝说公众接受媒介信息时在下列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即媒介作为现场的创造者、媒介作为紧急信息和帮助的来源、媒介增强或缓冲了受众的

痛苦感、媒介作为法官或审判官等方面。正因为这样，媒介充当了现场制造者、事件见证者、

道德审判的法官、情感的安抚者等方面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遍及我们生活周围的庞大的

大众媒介数量，同食品一样重要的媒介地位，娓娓道来的讲故事式的叙事方式等特征，使得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其所创造的符号现实往往使受众无

法与现实世界区分。 

但是即便媒介在建构受众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一种支配性的地位，也不可能抹杀受

众的主动建构能力。换言之，即使在最为强大的媒介机构与媒介信息面前，最弱小最顺从的

受众还具有一种主动选择信息的能力。那么受众对媒介信息的选择机制究竟如何？哪些受众

拥有对媒介内容选择的优先权呢？对媒介技术（例如家庭环境下谁对电视遥控器的优先拥

有）的优先控制无疑是第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就家庭环境而言，家庭成员中的“谁”

拥有对电视遥控器的优先使用权，就意味着支配了电视频道和节目的选择，久而久之，这些

电视信息所传递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知识就会成为家庭所有成员社会化的重要来源。许多学

者的研究集中于阶层、年龄和性别变量，这些因素无疑是影响媒介内容解释和媒介技术使用

的基本因素。例如 Morley 研究3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父亲在一个家庭里拥有对电视遥控器

的控制权，而对电视遥控器的争夺也意味着家庭紧张关系的发生。另外一位学者 Gray
4认为

家庭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性别差异具有很大关联性，女性往往对白色家电具有特别的感知能

力。Gray 同时又指出，这种性别化是通过社会的文化的使用而形成的，是后天权力运作的

结果。 

与此同时，媒介教养理论（Media Cultivation Theory）以及一系列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受

众对媒介信息的选择，这个过程就是受众（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Gerbner  

et al.（1986）5认为重度的电视观众对社会世界的看法将深受电视的影响，对于这些受众而

                                                        
1 Niklas Luhmann, translated by Kathleen Cross (2000), The Reality of Mass Medi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 
2 Lerry L., Jones A., Powers T.(1999). Media interaction with the public in emgerency situations: four case studies. 

http://www.loc.gov/rr/frd/pdf-files/Media_Interaction.pdf. 
3 Morley, Davi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4 Gray, Anne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5 Gerbner, Larry Gross, Michael Morgan, and Nancy Dignorielli（1986）,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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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现实世界如同电视所建构的符号现实；而电视对轻度的电视观众的影响相对就要弱一些。

教养理论研究涉及到受众的变量主要是收入、年龄、教育以及许多个人差异方面的变量。

Thomas C. O‟Guinn 和 L. J. Shrum
1把教养理论应用于广告研究，他们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消

费观念总是受其他人拥有什么和做了什么的观念影响，而消费者的这种消费观念的形成并不

只是来源于个人的直接现实体验，更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大众媒介（包括电视）；在消费行为

的内在动因方面，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消费行动往往不是建立在清醒的个人判断之上，而更多

的是一种从众行为。受众受电视的影响程度与个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直接相关。他们坚信大

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对社会现实的表征直接影响了受众的行为（包括消费行为），也就是

说，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在媒介受众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受众所建

构的媒介化的主观现实在个体的实践过程中又会面对客观现实的检验，也就是说会受到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其他人的社会价值观等的检验，这种检验更多的是通过交谈或交换的交流

形式进行，如果检验的结果与自身的主观现实具有很大差距，个体的主观现实就会被修正；

如果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主观现实就会进一步被巩固、被强化。而与其他人的交流过程

也是一个意义分享，个体的主观现实逐步客观化的过程。 

到此为止，我们重点讨论了媒介符号化过程和个体内化（社会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

关系，当然这种权力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对媒介信息的采集权和选择权方面，而这种权力的运

作不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行政权、法律权、经济权等，而是对媒介话语的使用权，这种权力

又更多的是通过一种社会结构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这就是当今媒介建构论重点讨论的第一个

话题。     

 

四、媒介建构论的核心内容之二——意义（Meaning） 

媒介与现实的互动是媒介建构论研究的核心，建构论者一方面关注这种互动过程中现

实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机制（即权力的运作），同时还关心这种机制的运行即语言本身或者语

言的文字或声音符号媒介文本。建构论者研究媒介文本的目的是探讨文本所表征的社会制度

等一系列习以为常的现实。因而建构论者所研究的文本不只是分析文本的语言结构，更重要

的是研究读者在阐释媒介文本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这种意义也可以说是媒介与现实互动作

用的结果。建立在媒介文本或者媒介话语基础之上的媒介现实或者符号世界是建构主义者着

重研究的第二个内容，我把它命名为意义的世界。 

要研究意义，就必须追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以及由他开创的符号学。他的研究兴趣

是语言，而不是言语。他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2中明确指出符号是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的结合。能指是我们能够感知的符号形象，如纸上留下的形状和空气中

的音响。所指则是能指所指代的头脑中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同享同一种文化的成员而言具

有大致一致的含义。因此，我们认为索绪尔的符号是不与现实相关联的。后来他也许意识到

了这种符号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弊端，开始引进“意指化”概念把符号与现实或者意义

连接起来。 

                                                                                                                                                               
of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in Perspectives on Media Effects, ed. Jennings Bryant and Dolf Zillmann, Hillsdale, 

NJ: Erlbaum, 17-48. 
1 Thomas C. O‟Guinn, L. J. Shrum (1997). 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mer rea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Inc..vol. 23. 
2 （瑞士）索绪尔，高名凯 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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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发展了“意指化”思想1的还是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正是他引进了读者的概

念，开始使符号学关注起符号与现实之间的意义关系或者文化关系，而这种意义的产生正是

由于有了作为文化载体的读者的参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就是意义生产的过程。

巴特建立了一个系统模式来分析文本或文本中的符号与具有文化和个人体验的使用者之间

的互动作用，这个模式开始关注文本中的常规惯例和使用者所体验和所期待的常规惯例相互

作用的方式，其中的常规惯例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心目中的“现实”。这个模式的核心无疑

是“意指化”的两个序列。巴特把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以及符号及其外部现实中指涉物之

间的关系称为明示意，也就是符号明显的常识性意义，这层意义是物理性的，可以说是字典

上的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巴特的研

究里面，意义不再局限于语言间的所指与能指关系，而已经扩展到了符号与社会现实或文化

间关系，从而使符号学开始成为一门具有现实、历史和文化指向性的学科。在第二序列中，

符号与文化间的意义又可分为隐含意（符号遇到使用者的情感或情绪以及他们的文化价值时

所发生的互动）、迷思（就是一种神话故事，是一种将事物概念化或者理解事物的方式）和

象征（一个客体通过惯例而获得某种意义并用来代表一些事物），也因为巴特的符号学思想

把触角伸向了比索绪尔广阔的多的现实与文化领域，而且把意义的产生看成是符号与使用者

互动作用的结果，因而罗兰•巴特被多数的媒介建构论者当作建构主义的奠基人物，而其所

创立的文化符号学无疑是后来建构论者来研究意义问题时无法回避的理论工具。 

根据我对已有文献以及部分学者的公识，媒介建构论在研究文本与读者或观众之间的

意义关系时，表现出了对媒介形象的浓厚兴趣。对媒介形象这一能指的研究，一部分学者重

在描述形象本身，相当于关注了媒介文本代码的能指部分；更多的学者除了描述媒介形象能

指之外，更为关注媒介文本的所指，也就是媒介形象对应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从学

科领域而言，广告领域的学者偏重于研究媒介形象与受众之间的消费关系；而新闻领域的学

者重在研究媒介形象与受众之间政治的文化的或者社会结构的关系。从研究手法来看，虽然

我们认为媒介建构主义从它的源头来分析，更像一种文化研究，阐释的批评方法似乎更适合；

可是在实践中，学者们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研究方法的限制，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在这类

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媒介建构论者研究的第一个话题“广告形象”，阐释批评的研究方法无疑

占据了主流。巴特作为一个代表，重点研究了广告符号的意指性特征，以《形象的修辞》2为

例。在这篇论文中，巴特借助一则 Panzani 广告，详细分析了这则广告蕴涵的三种讯息，即

语言学的讯息、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和非编码的图像讯息。语言学讯息存在于每个形象中，如

标题、解说词、附加的新闻稿、电影对白、幽默漫画的对话框等。这种语言学讯息对于双重

图像讯息的功能在巴特看来主要包括两点：停泊和中转。停泊功能是新闻摄影和广告中共同

存在的，是指文本通过形象的所指直接引导着读者，使他避免某个东西而接受别的东西；借

助于一个常常巧妙的迅速调谴，它遥控着读者指向某个先行选定的意义。而中转的功能特别

在卡通和喜剧漫画，以及电影中实施。在此，文本通常以小段对话形式出现，与形象具有一

种补充关系，语词与形象一样作为句段中的片段，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讯息的统一。到了第

                                                        
1 （法）罗兰•巴特，董学文、王葵 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2 罗兰•巴尔特：《形象的修辞》，选自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 等著，吴琼等编：《形象的修辞：广告与

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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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层讯息涉及更多的是文化意义。巴特认为，被编码的图像讯息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图像复现现实客体或场景，就需要一组由历史规则的变换；其次，图像的运作通过一

种选择而使自身与客体作了区分，于是也出现了所谓风格的问题；最后，图像的复现需要训

练，而训练则是一种文化的行为。被编码的讯息使得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时—空范畴——空

间的当下性和时间的先在性，于是就具有一种自然的现实的意义。第三层面的讯息（即非编

码的图像讯息）就是一种“象征”讯息，也是一种文化的或含蓄意指的讯息，要理解这些讯

息，就需要依赖各种不同知识——实践的、民族的、文化的、美学的等，因而在含蓄意指层

面我们会关注所指领域乃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象征意义。巴特通过三

个层面意义之间的关系阐述，从而构建了一个意指关系的结构。 

巴特对广告形象的意义分析明确告诉我们，广告形象是由符号编制而成的，文字符号

（象征符号）或者图像符号一方面指向一个形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所指了与现实消费社会，

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一种意义关系。正是因为意义的相互交流与转换，才促成了广告形象的现

实价值。后面的许多学者正是坚信媒介形象在传递意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才在媒介形象与

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纬度的联系上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相对于巴特等人的文化研究视角，另一些建构论学者在研究区域形象（中国形象、美

国形象、城市形象等）、群体形象（女性形象、农民工形象、同性恋者形象等）和名人形象

（明星代言形象等）等媒介形象时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这种

方法与传统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相比，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不仅能分析媒介文本的现状，

更可以通过分析文本符号所构建的形象以及与现实或历史文化联结的意义关系，把研究触角

伸向更为深广的历史的或者社会结构的层面，这样就很自然地把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及受众

心理结合起来。根据多个文献资料，内容分析法可以分为几个独立的阶段进行：提出研究问

题或假设，清楚地表述研究目标；抽取样本，选择最有利于分析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

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的文献进行研究；选择分析单元，如单个符号、主题、人物以及意

义独立的词组、句子或段落及至整篇文献都可以作为分析单位；建立分析类目，这是内容分

析的核心；定量处理与计算，对分析单元进行编码，再使用统计分析法统计各类别出现频数，

语义强度或空间数额等；最后一步就是解释与检验，研究人员要对量化数据做出合理的解释

和分析，并与文献的定性研究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在媒介建构思想的研究中，关键是通过内容的分析找到媒介现实得以建构的社会依据，

从而提供一种有益的启发。例如有学者1（徐小鸽，1996）在研究中美电视新闻对中美两国

国际形象建构时，重点研究了中国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

等）及美国三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3 年 1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期间的 1866 篇新闻与言论，从中随机抽样了 50 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分析了新闻流量、报道内容（政府报道、经济报道、耸人听闻报道、科技报道和通俗报道）

和言论或社论等方面的数量差异，发现了新闻流量不对等，两国报纸关注重点不同的差异。

研究人员认为，中美两国在报纸中的不同形象表现根本上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两国新闻媒

介不同的报道方针与报道技巧，不同的新闻体制，不同的文化和新闻价值观等。也就是说，

新闻现实的差异根本上是新闻媒介与历史的社会现实互动作用的结果。 

                                                        
1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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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女性形象的建构研究，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基本如此。例如马力安和崔绮

云1专门研究了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研究者目的是研究受众对广告的评价是

否同广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致。根据理论研究，一般广告经常把女性形象塑造为性的对象

或者依赖者的角色。他们采取面对面截距的方法进行调查。分别研究了受众性别和年龄，受

众文化程度和收入，类集分析受众，受众接触媒介的频次等方面的差异对广告中女性形象塑

造的看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香港居民对广告把女性现象塑造成性的象征和依赖者角色的

批评比较温和。研究者分析认为，究其原因，文化传统和现代化是造成人们态度差异的重要

原因，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地区，无论是广告创意还是在其他社会观念

上，这样因素就造成了香港人比较被动地接受了广告文化中“产品/客体自我”的概念。马

力安教授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媒介女性形象的建构与评价说到底还是历史因素与现实因

素互动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这样说，媒介建构的形象的确只是一种符号现实，而不

是所谓客观现实的反映；而社会现实不仅是媒介现实的根源，同时也在深度与广度上深受媒

介符号的影响。 

意义研究不仅是当今，也一定是未来较长时期里媒介建构研究的重点。这种研究的核

心无疑就是以媒介文本为依托，以媒介现实与个体主观现实的关系纬度为核心，以文化个体

身份出现的行动者或者读者为意义的生产者来展开研究，从而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研究成

果。 

 

五、媒介建构论研究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社会建构主义在国际政治关系、教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有广泛影响力

的理论学派与理论思想。但是在传播学领域或媒介领域，由于引进时间以及传播学学科本身

的多重原因，至今为止，其媒介建构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就目前而言，Vernon E. Cronen

和 W. Barnett Pearce
2为代表的意义协商管理理论（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theory）是传播学建构主义的代表。根据 CMM 理论，两个处于社会互动交往中的人，共同

建构了他们谈话的意义。他们中的每个个体又包含着一种人际间系统，这种系统有助于解释

他们的行动与行为反应。他们主要把这种理论应用于提高人的生活，因而他们又称他们自己

的理论为实践理论（practical theory）；由于这种理论十分强调社会背景或社会规则的作用，

因而又可以被称为规则理论（rule theory）。CMM 理论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限于人际、家庭与

组织传播领域。。 

另外在传播学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意义建构理论，例如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3和个人建构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4强调意义建构过程中认知的角

色。这类理论虽然也重视互动的价值，但是最为重视的还是个体头脑中的认知图式（例如刻

板印象等）在认识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这是一种侧重于心理学的意义理论。毫无疑

问，像以上两类已在传播学某一领域中获取成功，但是还没有得到以媒介为核心的大众传播

                                                        
1 马力安，崔绮云：《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 年第 2 期。 
2 W. Barnett Pearce &Vernon E. Cronen (1980). Communication, Action, and Meaning: The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ies. New York: Praeger. 
3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4 Kelly, G. A.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2 vols). New York: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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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检验的理论无疑无法成为媒介建构论的主流理论，它们目前面临的就是媒介领域的应用

与修正问题。 

另外大量的媒介内容或媒介效果理论，例如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框

架理论(framing theory)、议程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和效应启动理论(priming theory)等虽

然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为媒介建构理论，但是从前面的研究来看，媒介建构

论发端于知识社会学，它集中关注媒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宏观研究。因而这

些只关注媒介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某一端的传播理论也不能成为媒介建构论的核心思想，因

而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修订与发展。 

因而，我们可以说媒介建构论作为一种思想或思潮，已经得到了传播学、社会学等领

域的广泛认可，但是如果从学科或理论范式的高度来考察，其研究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有

待于在研究本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理论环节开展研究工作。下面简单谈几点设

想： 

第一，就哲学来源而言。媒介建构论发端于社会建构主义，尤其是以伯格和卢克曼为

代表的弱建构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后者的思想又来源于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因而，媒介

建构论的研究本体与现象学社会学具有密切关系。那么不管是在媒介建构的理论研究还是应

用研究方面，我们还是要在基本的研究取向上遵守现象学社会学的哲学本体思想。即通过观

察日常生活现实，分析研究行动者的行为，从而来研究符号、社会与个体现实之间的互动关

系。因此，我们要坚持传播作为一个由参与者参与的旨在进行意义分享建构社会现实的本体

观。 

第二，论及方法论。本体来源不同，涉及的方法论自然就不同。媒介建构论从其理论

源头而言，就是为了反对理性主义而生的。科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

通过实验法等科学的方法来探索自然与社学领域中本身就存在的规律，也就是说，科学规律

就好象本身就在“那里”一样；而包括媒介建构论在内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是要对这种研究

价值观提出质疑，认为包括科学规律在内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建构的结

果。要研究这种社会现实的建构特性，研究社会现实的意义生产机制，其主要的手段或方法

就是个体的阐释与理解。因此从方法论上来看，阐释的方法是其主流方法(例如符号学、解

释学、修辞学等)。然而当今的研究表现出了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合

流的趋势。因此在坚持阐释方法的主体地位基础上，我们要吸收有利于研究活动的一切科学

的研究方法，千万不要把自己圈定在某个小领域内。 

第三，在研究命题上面。我们认为媒介建构论如果要成为一种理论范式，甚至要成为

一门研究学科，确立核心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研究命题十分重要。虽然从社会建构主义当今的

研究现状来看，从人的意识形态，到社会问题甚至到自然科学领域，无不活跃着建构主义者

的身影。但是从本学科或本范式的理论内涵而言，我认为媒介建构论比较适合研究媒介领域

中的与社会结构比较密切的一些宏观问题，例如妇女问题、民主问题、区域差异问题等；相

反，我并不赞成强建构主义关于一切问题均是社会建构结果的学术思想，因而也不是=十分

赞成在媒介领域来利用建构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大量研究一些自然科学问题。同时，对于许

多比较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或者历史问题，我认为媒介建构主义的优势也不是很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与设想，未来的媒介建构研究基本会沿着一条思路进一步展开：抓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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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或“权力”的核心内容，在媒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纬度，围绕一些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着力进行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 

 

[参考文献] 

[1]陆晔：《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情境的“媒介真实”——试论电视传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LuYe(1995). Media reality as a moden social cultural cond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V communication to the social real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 

[2]江根源，季靖：《地区媒介形象：传统、权威与刻板印象》，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 年 12 月。[Jiang Genyuan, Ji6jing(2006).Regional media image: tradition, authority and 

stereotype. Beijing: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2. 

[3] 江根源，季靖：《城市媒介形象：中国新闻体制下历史和现实的建构》，《中国传播学评

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 年 12 月。[Jiang Genyuan, Jijing(2009). City‟s media image: 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hinese news system. Shanghai: Academy 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4]马力安，崔绮云：《香港居民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评价》，《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 年第

2 期。[Ma Lian, Cui Qiyun(1994). The evaluation on the femal image of advertising from 

Hongkong resident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 

[5]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 年第 2 期。[Xu 

Xiaoge (1996). National images during the communicating of international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 

[6]（法）福柯（Michel Foucault）著，严锋 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月第1版。[(France)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Yanfeng(1997). Eyes 

of power: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t.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7]（法）罗兰•巴特，董学文、王葵 译，《符号学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France)Roland Barthes, translated by Dong Xuewen and Wangkui (1987). Semiotic 

aesthetics.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ress.] 

[8]（法）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 等著，吴琼等编：《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

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版。[(France) Roland Barthes, R. Baudrillard 

etc. (2005). Rhetoric on image: Advertising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Beijing: Chinese 

people university press.] 

[9]（美）汉诺•哈特（Hanno Hardt）著，何道宽 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

和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1 版。[(U.S.) Hanno Hardt. Translated by He 

Daokuang(2008).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Bek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0]（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著，许静 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 1 版。 [(U.S.) John Fiske, translated by Xujing (2008).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cond edition. Beijing: B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瑞士）索绪尔，高名凯 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1 月第 1



 17 

版。[(Switzerland) Saussure, translated by Gao Mingkai (1995).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2]Adoni. & Mane.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1 No.3, July 1984。 

[13]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you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4]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5]Bennett,W.L. (2004). Gatekeeping and pr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 muti-gated model of 

news construction. In L.L.Kaid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hwah, N. 

J.: Erlbaum. 

[16]Einstein, M. (2004) Media diversity: Economics, Ownership, and the FCC. Mahwah: 

Erlbaum. 

[17]Fishman, M. (1980) .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8]Gray, Anne.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Gerbner, Larry Gross, Michael Morgan, and Nancy Dignorielli.（1986）.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Dynamics of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in Perspectives on Media Effects, ed. 

Jennings Bryant and Dolf Zillmann, Hillsdale, NJ: Erlbaum. 

[20]Jennings Bryant and Dorina Miron.（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Joel M. Charon. (1998).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 introd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ion. Six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22]Kelly, G. A.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2 vols). New York: Norton 

[23]Lerry L., Jones A., Powers T. (1999). Media interaction with the public in emgerency 

situations: four case studies. http://www.loc.gov/rr/frd/pdf-files/Media_Interaction.pdf. 

[24]Lewin, K.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Concept, Method and Reality in Science‟, 

Human Relations 1: 2-38. Reprinted in K. Lewin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pp.186-237. 

New York: Harper. 

[25]Martin Ryder. (2008), http://carbon.ucdenver.edu/~mryder/savage.html#def_constructivism. 

[26]Mead.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Morley, Davi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28]McCombs, Maxwell E. and Donald L. Shaw. "Structuring the unsee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 26 no. 2. 

[29]Niklas Luhmann, translated by Kathleen Cross. (2000), The Reality of Mass Medi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0]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 Papers, Volume Ⅰ: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18 

Hague: M. Nijhoff. 

[31]Shoemaker, P., J. and S. D. Reese.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New York: Longman. 

[32]Thomas C. O‟Guinn, L. J. Shrum (1997). 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mer rea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Inc..vol. 23. 

[33]Tuchman, Gaye,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34]Walter Lippmann.（1922）.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35]W. Barnett Pearce &Vernon E. Cronen (1980). Communication, Action, and Meaning: The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ies. New York: Praeger. 

[36]Weimann Gabriel. (2000). Communicating Unreality: Modern Medi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37]Wesley Hoover. (1996), The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http://www.sedl.org.. 

[38]Whetmore, E. J. (1991). Mediamerica: Form, content, and consepu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4
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39]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40]Wright Mills.（1967）. The cultural apparatus. In I. L. Horowitz (Ed.),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pp.405-4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dia’s Constructivism: Power, Meaning and Reality’s Interaction  

Jiang Genyuan, Jijing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o far, the thoughts on media‟s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academic trend.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found impact on media‟s social constructing theory by Berger 

and Luckmann‟s social constructivism; On this basis, between the "realistic interaction model" 

and the "double cone model "are analyzed, whese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es of constructing 

interactively both of the symbolic reality, of subjective reality and objective reality. This thoughts 

focuses on two significant contents including of “power” and “Meaning”. The former focuses on 

"micro power" called by Foucault, which here mainly refers to the operation of a power 

relationship by media content‟s selection process. The meaning theories generally originate in 

lingustics semiotics, especially in the structure semiotics represented in Barthe. Here the meaning 

comes from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content; To study "meaning" or "power", the basic 

method taken by mainly refers to studing the interactng mechanisms between media discourse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s. The media‟s constructing thoughts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applied 

by more and mo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but so far still lack a systematically theoretical 

carding. 

Key Words: Media; Power; Meaning;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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